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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合作社分配制度作为合作社制度的核心构件，一直是合作社研究的重要内容。已有的合作社盈余分配研

究主要集中于合作社盈余性质和分配原则、分配机制以及我国合作社盈余分配的现状。对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

分配研究当前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从理论上对我国独有的合作社盈余分配方式进行解释，二是要厘清各行为主

体参与或领办合作社动机。现有研究并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两个问题，未来研究需要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供应链

和价值创造过程，探讨要素贡献并且进一步解释合作社股权安排，解释各行为主体参与或领办合作社动机，以求

理解各行为主体与农民关系的本质，以及进一步探索和厘清合作社的本质，特别是要回答如果从理论和法律意义

上认可要素贡献和合作社的股份化、集中化倾向，那么合作社和股份公司相较还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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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profit distribution of farmers’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Its status quo, problems and futur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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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fit distribution system is the core and the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 of the farmers’ cooperative system. 
The existing studies on cooperatives’ profit distribution mainly focus on its nature, distribution principl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and status quo. As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profit distribution of farmers’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in China, 
there are two critical questions: the first is to explain in theory the unique Chinese way of cooperatives’ profit distribution; 
the second is to figure out the motives of the behavior agents in setting up and jointly running cooperatives. The existing 
research does not answer the two questions very well. Future research should make out the supply chain and value 
creation processes of farmers’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make clear the factors contribution and the ownership 
arrangement; figure out the motives for various behavior agents in setting up and jointly running cooperatives to clarify 
the natur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havior agents and farmers; in particular, find 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operatives and stock companies if factor contribution, demutualiz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of cooperatives are 
recognized theoretically and lawfully.  

Keywords: Farmers’ Cooperatives; Profit Distribution;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Behavioral Agent; Motives  

 
自《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7 年实施以来， 

农民专业合作社迅速发展，截止到 2017 年底达
199.9 万家，实际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和培训
的农户合计 1.27 亿户，约占全国农户数量的
47.6%[1]。①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也称“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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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组织服务农民群众、激活乡村资源要素、引

领乡村产业发展和维护农民权益的重要组织载体，

在助力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引领小农户步入

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②在合

作社成立和发展的制度建设过程中，合作社的分配

制度被认为是合作社制度的核心构件，是合作社制

度创新的关键所在[2]。它最能直接反映合作社的思

想宗旨，是合作社稳定、发展和壮大的关键[3]。也

因此，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分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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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一直非常活跃，取得了不少具有理论价值和政策

意义的成果。本文旨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探索合作社分配研究领域里的关键问题，并综

述其进展，最后力求给出合作社分配领域进一步研

究的方向和重点。 

一、合作社盈余分配研究现状 

合作社盈余分配的研究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

面：合作社盈余性质和分配原则、合作社盈余分配

机制以及我国合作社盈余分配的现状。 
1．合作社盈余性质和分配原则 
一部分学者对合作社盈余性质和分配原则进

行了研究。李锡勋、屈茂辉和米新丽[4-6]认为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盈余（收益减去成本后的剩余）不同于

企业利润，它主要产生于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交

易，系当年交易过程中合作社“多收”或“少付”

的款项，具有社员储蓄性质。苑鹏和潘劲[7,8]认为不

同于营利性企业，合作社的目标是为社员服务，保

证社员以最低成本获得最佳服务，而不是寻求盈余

最大化。因此理论和实践中合作社的营利一般不称

为“利润”，而是称为“盈余”。随着合作社所处

市场环境的演进和竞争程度的加剧，合作社所提供

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越来越取决于合作社的经营与

管理。苑鹏、潘劲和孔祥智等[8-10]认为合作社的盈

利不再是简单的“多收”或“少付”款项，还凝结

了除了劳动以外，企业家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一

系列生产要素的贡献。 
合作社盈余性质决定了合作社特定的分配原

则。自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社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

(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于 1844年成
立以来，合作社实践和理论发展已有近两百年历

史，但按交易量（额）分配盈余和有限资本报酬原

则一直是合作社的经典原则和重要特征，并在实践

中被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社和合作社立法所吸

纳[6,10,11]。当然，随着合作社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合

作社盈余分配内容和形式也逐渐丰富和多样化[10]。

例如，合作社盈余的分配还包括从盈余中提取并用

于扩大合作社事业、弥补亏损等目的（公积金）和

用于合作社集体福利的款项（公益金）[6]。此外，

我国的合作社还出现了按股分红来分配合作社盈

余[9,12-15]。 

2．合作社盈余分配机制 
对于合作社盈余分配机制的研究大致可以分

为两类：一是对合作社盈余分配机制（或制度）的

规范分析；二是对合作社盈余分配机制的实证分

析，也就是对其提供理论解释。对于第一类研究，

冯开文[2]认为合作社的分配制度是合作社制度的核

心构件，分配制度建设是合作社制度创新的关键所

在，一个完整的合作社分配制度体系应包括预先提

留的公积金、公益金、救济基金、发展基金、风险

基金等公共积累以及利润返还、股金分红和股息。

米新丽[6]认为合作社盈余分配应按照弥补亏损、发

放股息、提取公积金、提取公益金和向成员返还盈

余的顺序进行，并且合作社的最终盈余应按成员与

合作社的交易量（额）进行返还。合作社应当实行

按交易量（额）分配盈余和有限资本报酬的原则。

马丽岩[3]同样认为合作社盈余分配制度是合作社制

度的核心内容，最能直接反映合作社的思想宗旨，

是合作社稳定、发展和壮大的关键；针对目前合作

社异质性的产权结构和利益分配倾向于优势股东

的状况，应根据合作社不同的产权结构，采取不同

的利益分配方式。夏冬泓和杨杰[16]认为合作社的收

益除了盈利外，还应涵盖国家财政补助、社会捐赠、

税收优惠以及豁免待遇等所带来的实质性收益；根

据盈利来源的不同，合作社盈利可分为纯粹对内盈

利、纯粹对外盈利以及混合盈利，合作社应该根据

收益来源的不同性质，在分配时区别对待。孔祥智

和周振[10]认为我国合作社盈余分配原则存在以下

缺陷：对公益金用途和公积金是否可分割未做说

明，按交易量（额）返还与我国目前合作社成员股

金不一致，交易量（额）并不适应我国的土地合作

社与农机合作社，合作社管理者的贡献没有纳入盈

余分配中。依据存在的这些缺陷，他们建议合作社

公益金用途要做明确说明，公积金要有一部分不可

分割，合作社成员必须入股并规定资格股股金额

度，扩大交易量（额）的范畴以及盈余分配应体现

对管理者的贡献。曲承乐和任大鹏[17]认为只有改善

出资上的资金偏向、惠顾上的交易偏向，成员才能

够在合作社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中分享产业链的

增值收益，保底分红、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多种

盈余分配形式才有真正发挥作用的空间。 
由于合作社的收益越来越取决于各种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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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投入和合作社的经营和管理，因此一部分学者

认为合作社的盈余分配应体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贡

献。孔祥智和周振[18]研究认为合作社管理者的贡献

应纳入盈余分配中。他们进一步通过案例研究发

现，当合作社的盈余分配越能够体现合作社各种生

产要素的贡献时，合作社就越可能调动要素所有者

的积极性，合作社经营绩效就越好。苑鹏[8]认为在

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合作社产品（或服务）

价格的形成不仅仅是简单地与成员交易中“多收”

或“少付”的合作社规模经济问题，它与合作社的

发展战略、经营效率、营销策略、投资决策、企业

家贡献等多种因素有关，因此合作社的盈余还凝结

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贡献，盈余的分配

应承认资本等要素的贡献。潘劲[9]认为合作社中大

股东一般是合作社的主要管理者，因此大股东的股

金分红不能完全看作是股金报酬，其中也包含一部

分人力资本报酬。 
对于第二类的研究，也就是对合作社盈余分配

机制的理论解释，一部分学者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确

定了交易额返利率（交易量返利占合作社全部盈余

的比率）的合理取值范围。曾明星和杨宗锦[19]从满

足合作社良好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出发，也就是成

员愿意与合作社进行交易并愿意对合作社投资入

股，构建了交易额返利率基本模型，确定了交易额

返利率的合理取值范围，并讨论了影响交易额返利

率的内部交易价格、盈利能力与来源、市场行情等

直接因素和合作社所处生命周期阶段、成员素质和

当地社会文化背景等间接因素。田艳丽和修长柏[20]

拓展了曾明星和杨宗锦的交易额返利率模型，讨论

了牧民合作社不同发展阶段交易额返利率的取值

和利益分配机制问题。黄胜忠和伏红勇[21]也拓展了

曾明星和杨宗锦的交易额返利率模型，考虑了普通

社员资本参与不足和风险分担不均衡的问题，构建

了考虑风险分担的合作社盈余分配模型。他们的模

型结果表明，扣留部分“一次让利”资金作为参与

合作社的风险资本的盈余分配机制能有效提高交

易额返还比率的下界，并缩小其可行区间。 
另外一部分学者从合作社相关主体之间博弈

的角度解释了合作社盈余分配机制的安排。应瑞瑶

等[22]从合作博弈的角度，也就是劳资双方选择合作

成立合作社的收益均要大于不合作的收益，获得了

成员异质性条件下利益分配的合作博弈均衡点，得

出了合作社中资本要素相对劳动要素的异质性越

大，合作社盈余分配按股分红的比例越高，按交易

量返还的比例越低的结论。刘骏等[23]认为合作社盈

余制度的安排和演进都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治理

难题（如规避非核心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合

作社核心成员、非核心成员以及非合作社市场交易

主体间的行为博弈与力量角逐的过程和结果，而背

后的利润追逐是分配制度选择的内生动力。孔祥智

等[24]运用博弈论的“聚点”分析方法，对成员异质

性背景下农民合作社的收益分配机制进行了分析，

认为在农民合作社收益分配实践中，均等解、纯效

用解、Nash解和 Kalai-Smorodinsky解都可能存在，
并会受到当地社会习俗的影响。何安华等[25]分析了

资源禀赋对合作社成员合作利益分配的影响，认为

初始的资源禀赋差异诱致合作社成员异质性并导

致了合作社成员分层；成员分层使资源要素自下层

成员向上层成员聚集，而资源要素收益自上层向下

层流动逐层剥离。谭玥琳[26]认为合作社盈余分配的

结果是由合作社中各成员在剩余分配谈判中的谈

判能力决定，而谈判实力源自成员投入要素的专有

性和专用性特征。 
还有学者探讨了盈余分配制度设计对于促进

合作社与成员间形成“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更

紧密关系的作用。例如，黄胜忠和伏红勇[21]设计了

扣留部分“一次让利”资金作为参与合作社风险资

本的盈余分配机制，认为该机制可以使得在合作社

出现风险时成员共担风险，能有效增强合作社成员

的主人翁意识。张国鹏和王玉斌[27]认为合作社与社

员间的“市场价格+附加价格”机制比其他内部交
易价格机制更能发挥合作社与社员“收益共享、风

险共担、契约稳定”的作用。 
国外关于合作社盈余分配的研究较少并且侧

重点不一样。这是因为国外的合作社盈余分配除去

预提公积金、公益金等公共积累外，完全按照交易

量（额）来进行分配[28-30]，而我国的合作社盈余分

配还包括按股分红等多种分配方式。③因此国外关

于合作社盈余分配的研究侧重于合作社的盈利分

配和提留决策如何影响合作社资产负债表、现金流

和合作社成员所能实现的来自合作社的回报[30]。此

外，国外有学者从“精英捕获”的角度对合作社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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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分配进行研究。Sukhtankar[31]认为在合作社内部

有控制力的主要成员通过控制合作社从其他成员

那里获取租金（Economic rents），由此还可以解释
合作社内部决策权的集中问题。Banerjee[29]等发现

在印度的蔗糖合作社内部大农户通过控制合作社

来压低甘蔗的收购价，而合作社因此所获得的额外

利润最终又被他们通过其他方式获取。 
3．我国合作社盈余分配存在的问题 
对我国合作社盈余分配现状的实证研究主要

集中在描述合作社盈余分配存在的问题方面。归纳

起来，合作社盈余分配存在以下几大问题。一是采

取按股分红的方式进行盈余分配的合作社比例高，

通过按股分红方式分配的合作社盈余占比也很高。

郑丹[13]发现在其所调研的样本中，采取按股分红方

式的合作社占 83%，而只通过按股分红方式分配合
作社盈余的合作社占 38%；在采取按股分红与按交
易量（额）返还相结合方式分配盈余的合作社中，

平均来看，合作社盈余的 40%是通过按股分红方式
来分配，36%是通过按交易量（额）返还方式来分
配。周春芳和包宗顺[12]发现有 85%的合作社实行了
按交易量（额）返还盈余，100%的合作社实行了按
股分红；总体上，58%的可分配盈余按股分红，33%
的可分配盈余按交易量（额）分配。应瑞瑶等[22]

发现 88%的合作社按股分红，而按交易量（额）返
还盈余的只占 39%；平均而言，股份可分得盈余的
77%，而交易量（额）只分得盈余的 23%。苑鹏[15]

发现有近 70%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按成员出资
比例分配（也就是按股分红），仅有 23%按交易量
（额）分配。卢新国、张菊、宋茂华等[14,32,33]也发

现了类似的现象。因此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出现了

“股份化”或“资本化”的特点，在市场经济发达

的沿海地区尤其如此[13]。这背离了按交易量（额）

返还盈余为主和有限资本报酬的合作社基本原则，

也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所规定的不一致。

该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可分配盈余首先按成员与本

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

分配盈余的 60%。 
二是合作社盈余分配的民主管理与控制流于

形式，决策控制权掌握在少数核心成员手中。宋茂

华[14]发现在其调查的 26 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中，有 22 个合作社的分配方案由理事会或理事长

决定，普通社员没有参与决策的机会和渠道。周春

芳和包宗顺[12]发现在其调研的样本中，尽管 77%的
合作社实行一人一票制，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掌

握资本、信息和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的核心成员组

成了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层，对合作社有绝对的控制

权，因此就出现了“选举不过是确认，讨论不过是

告知，监督不过是附议”的现象。郑鹏和李崇光[34]

在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约 87%）的合作社没有
社员大会或没有发挥社员大会应有的作用。郑丹[13]

也发现仅有 27%的合作社其盈余分配方案是由成
员大会来决定。孙亚范[35]依据其调研数据同样发

现，对于盈余分配这样重大的问题，有 80%以上的
合作经济组织民主管理流于形式，社员在决策中处

于附属地位，很难行使管理权力，这些组织事实上

主要由少数理事会成员和负责人控制。苑鹏[15]发现

在其调研的 619个合作社有效样本中，合作社收益
分配方案由成员（代表）大会决定的仅占 24%，高
达 76%的合作社其分配方案是由理事会、理事长、
出资成员和经营管理层等核心与骨干成员决定。盈

余分配方案的决定权集中在少数核心成员手中很

显然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所规定的不一致。

该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大会由

全体成员组成，是合作社的权力机构，批准盈余分

配方案是成员大会的职权之一。 
盈余分配方式的股份化和分配决策权的集中

化倾向其实和合作社股权高度集中相关。黄胜忠和

徐旭初[36]在调查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权结

构时发现，前三位大股东平均持股量占总股金的

50%。周春芳和包宗顺[12]发现在其调研的样本中，

少数核心成员（平均约 9人）持大股，持股比例为
83%，而普通社员（平均约 244 人）持股比例小，
仅占 17%。孙亚范[35]发现发起人个人投资在资本结

构中所占比例过高，达到 62%。苑鹏[15]发现在其调

研的 550个合作社有效样本中，前 5大股东出资占
比在 50%以上的达到 73%，特别是有 204家合作社
前 5 大股东占比 100%，占样本总数的 37%。尽管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附加表决权总票数不得

超过本社成员基本表决权总票数的 20%，有些地方
（如浙江省）甚至规定单个成员的股金最多不得超

过股金总额的 20%，但是四五个股东往往就能在合
作社中处于绝对控股地位[37]。潘劲[9]认为在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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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情况下，合作社不可能做出有利于普通生产

者成员的盈余分配决策，按股分红就将是合作社的

首选盈余分配方式。应瑞瑶等[22]发现在控制住了合

作社的规模、注册时间、产业类别和民主决策程度

等一系列合作社基本特征后，相对于交易量比例，

合作社发起人股份比例越高，盈余按股分红的比例

越高。 
此外，相关研究发现合作社盈余分配还存在以

下问题。一是合作社成员对合作社盈余的理解不清

楚、不准确，对盈余的分配决策程序和自身权利缺

乏了解[13]。二是公积金和公益金的提取还不规范，

存在公积金提取比例随意性强，没有量化到个人，

公益金用途没有明确说明等[10,12,32,33]。三是合作社

接受的财政扶持项目资金和社会捐赠使用和分配

不规范[14,32]。四是实行盈余返还的合作社比例低，

合作社成员还很难通过盈余返还机制分享产业链

增值收益，增加收入[32,34,35]。 

二、合作社盈余分配研究领域里的两个

关键问题 

在考察了合作社盈余分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对于我国合作社分配研究有两个关键问

题，很好地回答这两个关键问题对于合作社理论创

新和促进我国合作社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如何从理论上解释我国合作社的盈余分配

方式？ 
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社往往集中于

供应链的一个环节[38]，而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展

现出独一无二的特征，其往往整合了供应链中的上

下游活动，包括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增值阶段。这就

导致了我国的合作社往往由各种各样的产前、产中

和产后的市场行为主体组成，而西方和其他发展中

国家的合作社往往由同一类型的市场行为主体组

成。因此，从本质上来看，国外的合作社大都是同

质的，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都是异质的。④ 

这种合作社成员异质性的差异导致了我国农

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方式和西方国家以及其他

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国外的合作社由于由同一类

型的市场主体组成，因此合作社盈余分配除去预提

公积金、公益金等公共积累外，完全按照交易量

（额）来进行分配[39-41]。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盈

余分配方式则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形态，既有按交易

量（额）分配又有按股分红，可以说这样的分配方

式是我国农民在合作社的发展实践过程中创造的。

尽管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可分配盈余

首先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

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 60%，但现实中很多合
作社突破了这一限制。 
那么如何从理论上解释我国合作社的盈余分

配方式？很显然，基于成员类型同质的西方合作社

理论无法解释我国合作社盈余的分配。由于国外合

作社是完全按照交易量（额）分配盈余，因此西方

合作社分配理论侧重于盈利分配和提留决策如何

影响合作社资产负债表、现金流和合作社成员所能

实现的来自合作社的回报[30]。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

有基于我国合作社实践的合作社分配理论，能够从

理论上解释我国独有的合作社盈余分配方式。 
2．非农民行为主体为什么要参与或领办合作社？ 
目前我国由各种各样的行为主体组成的合作

社往往存在股权集中于强势主体[12,42]、控制权被强

势主体所垄断[37,43,44]和大部分收益被强势主体所获

取[45,46]的现象。合作社内部各种各样的非农民行为

主体与农民并没有建立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紧

密型利益联结机制[46-49]。对这些主体和农民在合作

社内部的关系有两种观点[37]。一是这些主体和农民

之间存在交易上的供求关系，但他们都是合作社服

务的利用者和使用者，是一种典型的合作关系。这

种观点希望合作社能够成为这些主体与农民实现

利益平衡的平台，真正成为“农民的靠山，企业的

基石”。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的构想就是这种观点

的体现。二是这些主体与农民的根本利益不一致，

农民希望所售农产品价格越高越好，并能分享加工

和销售环节的利润，而这些主体希望农产品价格越

低越好，自己获得的利润越大越好。现实中强势主

体只允许农民分享一小部分利润。那么内化于合作

社内部的非农民行为主体和农民之间的收益分配

到底遵循什么样的分配机理？它的理论逻辑是什

么？为什么非农民行为主体要参与或领办合作社， 
它们与农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应在

理论解释合作社盈余分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

厘清非农民行为主体参与或领办合作社动机，以求

理解非农民行为主体与农民的关系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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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关键问题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对非农民

行为主体参与或领办合作社动机的研究，有助于我

们从更深层次上理解我国合作社分配现状产生的

原因和分配的理论逻辑。 
从既有文献对合作社盈余分配的研究来看，对

于两个关键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首先，对于我国合作社盈余分配现状和分配制度的

解释，已有研究主要从合作社良好发展的角度出发

推导出合作社盈余分配要满足的条件，或者从合作

社成员博弈的角度来解释最终的合作社盈余的分

割。已有研究还缺乏对合作社各行为主体收益分配

内在机理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我们还无法理解

我国合作社收益分配实践背后的理论逻辑。有学者

认为合作社盈余分配应认可人力资本等一系列生产

要素的贡献，而实践中出现的盈余分配股份化倾向

呼应了这样一种观点，这就要求我们创新合作社分

配理论，从而更好地解释我国合作社盈余分配现实。

其次，已有研究对于非农民行为主体参与或领办合

作社动机还缺乏深入分析，因而无法回答这些行为

主体与农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些行为主

体参与或领办合作社是为了通过合作社和农民形

成双赢关系还是为了通过合作社抢占政府政策上

的优惠？政府对合作社的支持政策所产生的政策

性收益是如何在农民和非农民行为主体间分配

的？已有研究还缺乏在这些方面的深入分析与研

究，无法解释非农民行为主体参与或领办合作社动

机，因而也就无法进一步厘清非农民行为主体与农

民的关系本质。 

三、未来合作社盈余分配研究的方向和

重点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已有的合作社盈

余分配研究距离实践所要求解答的关键问题还有

不小差距。围绕如何回答好合作社分配研究领域里

的关键问题，在考虑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

认为未来我国合作社盈余分配研究应着力于以下

几个方向和重点： 
首先，要理解我国合作社盈余分配的机理就必

须先要理解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供应链和价值创

造过程。图 1 显示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供应链
和价值增值过程。 

 
图 1 农民专业合作社供应链和价值增值  

中国 95%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包括农产品生产和
加工两个阶段[38]。第一个阶段是农业生产过程，由

各个农户来完成；第二阶段是农户将生产出的农产

品卖给合作社，合作社进行加工（包括包装、初加

工、深加工和营销服务等），然后将产品卖给下游

需求方。前一个阶段称之为基本增值活动，增值 p1

－p0，后一个阶段是辅助性增值活动，增值 p2－p1，

整个过程的增值为 p2－p0。第一个阶段的增值完全

P0 P1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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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农户获得，这部分的增值由于农户加入合作社而

增大，主要表现在所能获取的生产要素价格降低和

农产品以高于市场价卖给合作社，也就是 p0下降，

p1上升，导致 p1－p0增大。这部分在文献里也被称

作“一次让利”。当然生产要素价格降低主要是由

于农民加入合作社后在市场上集体谈判力量增强而

导致的。对于 p1上升而言，我国绝大部分合作社实

践告诉我们合作社都会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农民

的农产品，但是为什么会这样？ 
第二个阶段的增值活动中，各行为主体的作用

和角色不同。农户入股或者不入股，成为合作社社

员；其他行为主体包括生产营销大户、龙头企业、

村干部、乡村精英等入股成为合作社成员。农民入

股金额有限，而其他行为主体入股金额大，往往单

独或几个行为主体就能构成控股。理论上，农户可

以进入合作社管理层，但在实践中，由于入股少、

没有话语权，管理层主体往往大部分由其他行为主

体组成。在这个阶段，除了入股外，农户很少会投

入其他生产要素，而其他行为主体会投入牵头成立

合作社的开办费用和运行费用等资本。此外，其他

行为主体还会投入社会资本、企业家才能等多种资

源，这些资源对第二阶段的价值增值往往具有关键

作用。最后，由于农户卖给合作社的农产品价格 p1

往往是事前确定，农户承担的风险很少，而最终产

品价格 p2波动所导致的风险，绝大部分由第二阶段

承受，这一阶段由于其他行为主体投入大量资金和

其他资源，因此绝大部分风险由其承担。 
遗憾的是，现有的合作社盈余分配理论研究，

无论是从合作社稳定发展条件还是合作博弈的角

度出发来解释合作社盈余分配，都没有涉及对我国

合作社的供应链和价值创造过程进行研究。不理解

作为盈余来源基础的供应链和价值创造过程，就无

法理解各行为主体包括农民在内在此过程发挥的

角色和作用，当然就无法深刻理解盈余在各行为主

体之间是如何分配的，也就无法解释我国独有的合

作社盈余分配方式。 
其次，目前的合作社分配研究还没有一个比较

有解释力的理论来解释我国合作社分配的实践，特

别是股份化倾向这一现象。其实我国合作社分配股

份化倾向现状反映了各种生产要素获得与其贡献

和承担的风险相适应的回报的内在要求。在生产要

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投入于合

作社必须获得与其贡献和承担的风险相适应的回

报，否则生产要素将会流向能给其带来更高回报的

地方。正是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这一条件，要求

合作社分配必须满足各种生产要素的内在要求，否

则生产要素将流向其他地方。而这一要求驱动着各

行为主体在进行盈余分配方案制定过程中的种种

行为。已有研究对合作社盈余分配的解释要么集中

于理论推导出按交易量（额）返利比率的合理取值

范围，要么从加入合作社与不加入合作社收益对比

的合作博弈角度来解释股权异质性如何影响按交

易量（额）返还比率，还没有从生产要素获得与其

贡献相匹配的角度来解释盈余分配现状的理论。 
另外，合作社分配盈余研究必须能进一步解

释合作社的股权结构。其实从现实看，合作社发

起人和社员在成立合作社的时候对于股权和盈余

分配是同时考虑的，因此仅仅从股权结构去解释

合作社盈余分配是不够的，还要更进一步解释股

权结构安排背后的原因以及股权结构如何影响合

作社分配，这样的理论逻辑链条才够完整，才能

更深刻地解释合作社盈余分配。换句话说，按照

要素贡献和承担的风险进行盈余分配，早在股权

结构的安排中已经隐含。 
第三，合作社往往需要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农

民社员收购农产品，那么为什么非农民行为主体还

要参与合作社以更高的价格收购农产品呢？事实

上他们本可以在市场上以一个较低的价格收购农

产品。这就需要对非农民行为主体参与或领办合作

社动机并对非农民行为主体与农民的关系本质有

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些行为主体参与或领办合作社

是为了攫取大部分政策性收益（也就是精英捕获，

Elite Capture），还是为了和农户形成双赢关系？目
前已有研究对这一问题还很少关注。有研究认为这

些行为主体参与或领办合作社后，其与农户关系由

外部对立内部化于合作社，这导致双方的交易成本

（包括谈判、监督等）明显下降，同时双方的约束

机制明显增强，因此形成了非农民行为主体和农户

间的双赢关系[48]。一方面农户获得了高于市场价的

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合作社尽管付出了更高的价

格，但是监督成本等防止机会主义的成本大幅下

降，并且农产品质量得到保证。同时双方的交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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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明显下降。当非农民行为主体由此获得的好处超

过了为农产品付出一个更高的价格所带来的成本

时，这些行为主体就会参与或领办合作社。当然有

观点认为非农民行为主体参与或领办合作社是为

了攫取大部分政策性收益。对于政府出台的支持合

作社的优惠政策，合作社内部成员间往往受益不

均。一些特定成员可能攫取了大部分的政策性收

益，而政策想要支持的特定群体获益不多甚至很

少，这使得政策的作用大打折扣。文献往往用精英

捕获来描述这种现象[42,50-52]。因此，对交易成本的

节省与政策性收益分配的比较分析就很有必要，可

以让我们厘清非农民行为主体参与或领办合作社

是为了攫取大部分政策性收益（也就是精英捕获）

还是为了和农户形成双赢关系。这会使得我们理解

非农民行为主体参与或领办合作社的动机，并进一

步理解这些行为主体与农民的关系本质。遗憾的

是，这方面的研究很少。 
最后，随着合作社分配研究的深入，一个根本

性的问题就会出现：如果允许合作社盈余分配实践

中的这种股份化倾向，那么与股份公司相比，合作

社到底还剩下了什么，还有哪些不同？换句话说，

当我们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认可这样的股份

化倾向，那么合作社还是不是合作社了？自合作社

运动开展以来，无论合作社所处的环境如何变化，

合作社一直秉持着按交易量（额）分配盈余和有限

资本报酬原则。我国合作社盈余分配实践的发展会

不会颠覆这样的原则？随着我国合作社的发展，在

组织目标、成员制度、所有权安排、治理结构、分

配制度和经营战略等方面，合作社与股份公司还有

哪些不同？这些问题无疑需要研究合作社的学者

们认真思考和解答。 

注释： 

①  数据引自原国家工商总局个体司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

健康发展研究课题组(2018)。 

② 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就《关于开展农民

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的若干意见》答记者问，2019 年 9

月 5日。 

③ 为了帮助农民进入其他生产经营环节获取产业链增值收

益，20 世纪 90 年代在美国兴起了一种新的合作社运营

模 式 ， 被 称 为 新 一 代 合 作 社 （ 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的投资入股与交易量（额）挂钩，

因此它本质上也是按交易量（额）分配盈余。 

④ 国外合作社成员的异质性主要表现在同一类型成员间在

生产成本、生产规模和博弈力量等方面的差异。与之相比，

我国的合作社成员异质性除了表现在这些方面的差异外，

更体现在了不同类型市场行为主体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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